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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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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国史、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历来备受中央领导层和国内外史学工
作者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特定视角和内容出发，深入挖掘和探讨共产国际与中

国革命的关系愈来愈成为众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随着许多独创性见解的提出，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

也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议，亟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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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制度是共产国际、苏联共产
党（简称联共（布））用以直接指导中国进行革命、

加强对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垂

直联系与管理的主要手段和路径。从２０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到第一次大革命前后，维经斯基、马林、鲍

罗廷等历史人物以驻华代表的身份被共产国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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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到中国革命中来，他们既是中国主要政治活动和

事件的参与者，也是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量。挖掘与探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

命的关系，是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

重要视角与特定内容，对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

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

现实意义。

　　一　研究现状与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向，学

术界亦开始解放思想、突破禁区，不断深入推进共

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并一度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掀起研究热潮。此后，学术界在该领域的
研究进展迅速，研究成果不断丰硕，在基本立场和

重要判断上共识颇多，基本形成了我国关于共产国

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逻辑与范式。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后，虽然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巨大挫折的

消极影响，该领域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但随着苏

联的解体，大量关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历史档

案得以公布与解密，加之国内研究队伍的日益专业

化和不断壮大，使得学术界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

命关系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视角不断深入。学者

们通过广泛探讨和细心挖掘，对该段历史研究提出

了许多新的看法、观点和论断，从共产国际驻华代

表的活动和影响的视角探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关系的研究也被广泛认可，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共

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内容，使得该领域的

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为２１世纪以来学术界继续
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夯实了基础，做足了准备。

近３０多年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最直观地
在以下两个方面呈现出来：第一，整理和翻译出版

了部分重要文献档案与资料［１－６］，包括一批关于共

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联顾问在华活动的资料以及

个人回忆录［７－３３］，这些资料的面世使得从宏观和微

观层面探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成为可能。

第二，陆续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论

著，提出了许多奠基性的论断，新的论点层出不

穷［３４－３７］，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共产国

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特别

是对于全面把握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

其具体策略形成与变化的历史脉络，弄清共产国际

驻华代表、苏俄驻华使节和顾问在华活动的侧重点

及其相互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

和研究路径参考。

　　二　研究的热点与主要内容

（一）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人员、身份与来华

时间等基本情况的研究

研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首

先需要厘清的是自１９１９年共产国际诞生以来先后
派遣了哪些代表使华、这些代表的身份是什么、是

个人使华还是代表团使华、使华的具体时间等。一

段时间以来，学术界一直热衷于探讨这些问题，时

有争论，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一是共产国际组织

机构本身的复杂性，二是苏俄与中国革命联系途径

的多样性，三是碍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特殊的工作

性质和频繁调动。

１．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人物与身份的研究
向青［３８］较早地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进行了梳

理和介绍，他认为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

际来华代表主要有魏金斯基（现通译为：维经斯

基）、马林、达林、越飞、加拉罕、鲍罗廷、罗易、罗明

那兹（现通译为：罗米那兹）、米夫等。其中，关于这

些人物初次使华的身份，向青认为，维经斯基是以

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支部的党员身份被派遣使

华，与其同行的还有库兹涅佐娃、斯托扬诺维、马迈

耶夫、波林、杨明斋等人；马林是以共产国际代表身

份被列宁派遣使华的；达林则是以少共国际代表身

份使华的；越飞是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身份使华；

加拉罕使华身份是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鲍罗

廷则是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联派驻国民党代

表双重身份使华的；罗易以共产国际驻中国特别代

表身份使华并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

代表；罗米那兹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身份使华；米

夫受联共（布）中央派遣，１９２７年作为宣传家代表
团团长使华。向青关于这些代表初次使华的身份

的研究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把以上不同机构

派遣的代表人物统一当成共产国际使华的主要人

物来看待，学术界尚存在争议，本文将立足共产国

际相关文献资料对以上历史人物的身份属性进行

说明和界定。

随着近年来研究的不断深入，一方面，学者们

发掘和考证了若干鲜有提及的共产国际来华代表

人物，如尼克尔斯基和利金；另一方面，学术界力主

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苏联政府使华代表、顾问以

及联共（布）中央使者区分开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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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１０］认为党的

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主要有维

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达林、鲍罗廷、罗易和罗

米那兹。

２．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使华时间和次数的
研究

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主要人物中，学者们在关

于维经斯基来华的实际时间和次数问题上分歧较

大，传统观点有维经斯基“六次来华”说，也有学者

提出“五次来华”说。其中，１９２０年春维经斯基首
次来华，除了在具体月份上存在分歧，这是关于其

来华的诸多记载中争议最少的一次；而有关维经斯

基第二次来华的时间学术界争议较大，据《维经斯

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２８］记载，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初是
维经斯基第二次来华，１９２４年 ４月和 １１月、１９２５
年７月、１９２６年６月维经斯基又４次来华。而周利
生等［２３］、魏黎波等［３９］认为其于 １９２３年底来华不
实，指出第二次来华应该是１９２４年４月，因此认为
其共来华５次。关于其他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来
华时间和次数，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普遍认为马

林来华４次，鲍罗廷来华１次，罗易来华１次，罗米
那兹来华１次。虽有学者关注到鲍罗廷曾在１９２６
年中山舰事件后从北京返回广州途中“外经”库伦

（乌兰巴托）、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但这里并

不能看作其再次使华。

（二）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组织机构的

研究

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密切相关的组织机构的

建立和演变是研究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重

要内容和关键环节。长期以来，由于这些机构的复

杂性和多变性以及相关档案资料的缺失，中俄（苏）

学者们没能弄清楚这一基础性问题。近年来，中外

学者们通过不断加强交流以及对史料的充分挖掘，

逐渐理清了与驻华代表有关的组织机构的基本情

况。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以下

两个方面：

第一，从整体上梳理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

组织机构及其历史演变。李颖［１６］在研究俄国学者

索特尼科娃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在中国共产党

（简称中共）创立、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１９２０—１９３５年），共产国际负责中共问题的组织
机构经历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上海）、共产国际

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执委会

东方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地区）书记处和共产

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５个大的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还先后３次间断性地设立了共产国际执
委会上海远东局，这些组织机构及其代表们既对中

国革命进行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指导和帮助，也由于

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进行过错误的干预。

李玉贞［１７］和黄修荣［３７］也基本持相同观点，但是李

玉贞对１９２３年１月在海参崴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
会远东局的隶属关系和存在时间上持有异议，她认

为从俄国权威文献资料上分析该局应该隶属于共

产国际执委会，但也有材料表明该局属于东方部下

属部门，同时关于该局存在的时间，李玉贞认为该

局一直工作到１９２６年，并非仅有半年时间。
第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进行了较为细

致的研究。黄黎［４０］通过对国民革命时期的上海远

东局从成立到解散、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及其与中国

共产党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梳理，特别是对以维

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与陈独秀、鲍罗廷关于北伐态

度上的分歧以及处理同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关系

上的失误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如果马克思主义不

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可能取得革命

的胜利。王新生［４１］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展开研究，提出联共（布）中央在１９２７年上海远东
局后期曾有组建“共产国际中国局”的打算，并认为

共产国际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

虽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直接指导在中

国革命起始阶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中

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却压缩了其从实际出发自主

领导革命的空间，致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和

失败。

（三）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中的

重要活动和事件的研究

１．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传播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一直备受

学术界关注。以维经斯基和马林为代表的共产国

际人物是早期苏俄方面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部分，在肯定其传播贡献的同

时，应该正视他们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

要地位。关于这个问题，部分学者从传播方式、传

播对象和内容、传播特点和贡献等角度展开了初步

研究。

第一，着重对共产国际代表早期在中国传播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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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研究。蔡丽［４２］认为以维经斯

基、马林主要代表的共产国际人物在中国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方式具有多样性，主要通过四种途径促进

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是通过交谈、座谈、

演讲等方式进行直接传播；二是建立各种机构或组

织进行传播；三是通过各种出版物进行传播；四是

通过支持运动和开展纪念活动等方式进行传播。

第二，关于驻华代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对

象和主要内容的研究。胡云霞等［２１］在分析维经斯

基初次来华使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渠道的基础上，

认为维经斯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对象主要是中国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传播内

容主要涉及对苏俄及其革命和建设的宣传报道，对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介译和出版等。

第三，有论者对驻华代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特点和贡献进行归纳与总结，认为维经斯基在中

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实践

性；二是注重传播的多样性；三是注重运用列宁的

建党原则，排除各种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以推

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４３］

第四，有论者从传播学视角对共产国际代表在

中国的新闻宣传活动展开研究。如张继木等［４４］论

述了维经斯基在华新闻宣传活动的环境、内容和实

际成效，认为维经斯基的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共

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现状的了解，也促进了

中国马列主义新闻宣传局面的历史性转变，在中国

的新闻传播学界具有重要地位。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传播的研究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有学者认为应当

以维经斯基等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发生联系作为

划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同历史阶段的关键

点，针对学界传统观点上把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作

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拐点提出了

异议，这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２．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
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驻华代表在中国早期的具体

活动为中共的创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胡云霞

等［４５］认为维经斯基使华主要从三个方面为中国早

期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和中共的建立作出了杰

出贡献：一是协助陈独秀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为

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二是运用媒介大力传播共

产主义，为建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三是积极培养

进步青年，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

障。也有部分学者从中共建党思路方面探讨共产

国际驻华代表对中共创建的深远影响：金立人［４６］

提出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

之间有两条截然不同的建党思路，维经斯基力求规

模效应，将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依靠对象，误导了中

共创建；而陈独秀力求党组织的纯洁，其建党思路

才是正确的。方宁［２０］则认为维经斯基帮助中共建

党思路的确立和发展是共产国际的基本要求与中

国具体革命形势的发展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当时维

经斯基帮助中共建党的思路虽然与陈独秀等中国

早期共产主义者因为各自认识、立场、角度的不同

而在具体方式、方法和路径上有一定差异，但总体

上仍是相互合作、互相推动、相辅相成的，且最终

目的也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分析和肯定共产国际

代表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在

其贡献“度”有多大的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即中共的

建立是在已有的社会历史基础上接受共产国际代

表帮助与指导的结果，还是共产国际代表亲力亲为

的结果，这需要以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

本，再结合共产国际代表的具体活动成效作进一步

深入研究。

３．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国共合作战略方
针的研究

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作为

一个复杂的综合性课题，一直备受相关学科工作者

关注。这是研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

系的重要内容和学术难点，它涉及到共产国际及其

驻华代表、苏俄驻华特使、中共、国民党、北京政府

等诸多政治势力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

下的角逐与联合，是一个万绪千端的学术问题。长

期以来，学术界围绕国共合作的形成这一条主线，

对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共识颇多但分

歧不少。近年来，学者们以马林与国共合作战略方

针的形成的研究为中心，继续拓展深化了其他共产

国际驻华代表与国共合作关系的研究，将视线延伸

到国共合作形成之后的分化与演变。譬如，周利生

等［２２］对维经斯基提出的“从联盟转向联合”的国共

合作形式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这是一种介于党内合

作与党外合作之间的新的合作形式，可以看作是驻

华代表针对五卅运动以来国共合作纠纷的激增和

中共内部萌生退出国民党倾向的主动关注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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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相关论述进一步进行探

讨。这种研究思路和方式对于学界深化国共合作

的研究与再认识十分必要。

４．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大革命时期三次
“大让步”的研究

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与中共三次“大让步”

联系紧密，它是大革命初期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指导

失误的重要表现。关于这三次“大让步”的研究，学

者们普遍赞成周恩来的论述，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入

研究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和观点。就第一次政治

“大让步”而言，黄修荣等［４７］通过对维经斯基在统

一战线上的态度进行梳理，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坚

持，极力主张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和中国

国民党右派让步，支持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与国民

党右派分子孙科等进行谈判并达成七项协议，最终

致使１９２６年１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中共代表按照既定妥协方针对国民党作出让

步，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４８］指出鲍罗廷在此次妥

协退让中向中共施加了消极影响。关于共产国际

代表与“中山舰事件”的关系，学者们研究认为布勃

诺夫使团负有主要责任；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共倾

向缺乏警惕，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近一个月才

返回广州，并采取支持蒋介石的立场，这是布勃诺

夫使团妥协退让政策的继续，是共产国际、苏联对

华方针的具体体现。还有论者对事件发生后鲍罗

廷的思想动机进行分析，认为其阻挠和反对中共中

央的态度是以苏联利益为中心，欲满足蒋介石的任

何条件以换取苏联和国民党脆弱的联盟，包括牺

牲中共的利益。［４９］关于共产国际代表与整理党务

案的关系，张留见认为１９２６年５月国民党二届二
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是鲍罗廷按照共产

国际的指示与蒋介石、张静江会前达成协议，会上

强迫中共代表接受，会后又把既成事实强加给中

共中央，不是陈独秀强迫中共代表接受的。［５０］通过

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共产国际代表在这三次“大让

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味地将右倾退让错误推

诿到中共中央特别是陈独秀身上不符合事实，事实

上，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以及驻华代表对

形势的误判是重要因素。

５．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共产国际“五月指
示”的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五月指示”泄密事件是“七·

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导火线，而罗易向汪精卫出示

“五月指示”则被看作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一次重

要失误，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诱因，因而罗易视为

革命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近年来，学界对该问

题认识的深度和角度不断扩展，罗登华［５１］从大革

命时期宁汉对峙的客观局面、汪精卫的左右逢源、

罗易本人对小资产阶级的双重认识以及罗易和鲍

罗廷之间的分歧出发，提出泄密事件的发生不是偶

然的，它既不是罗易的“极端糊涂的行为”，也不是

他刻意背叛革命，罗易只不过恰好扮演了一场悲

剧的启幕者而已；谭晓辉［５２］指出作为共产国际代

表，罗易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统一战

线，“五月指示”泄密事件是当时共产国际右倾指

导思想的必然产物；苏杭［５３］认为致使罗易泄密最

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同鲍罗廷之间分歧的激化和对

中共领导人的极度失望，罗易与鲍罗廷的争论，实

际是莫斯科对华政策前后矛盾、自相矛盾的反映，

然而争论的双方最终都成了替罪羊。可以看出，关

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已经更多地从共产国际

对华政策的失误和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出发，

不再简单得归罪为罗易或鲍罗廷个人。

６．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其他活动和事件
的研究

除了对上述活动的研究外，也有部分学者对共

产国际代表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的非基督教运动、
１９２５年“上海谈判”等事件展开探究。如陶飞
亚［５４］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利金、维经斯基、达林等人

直接指导和参与了非基督教运动，他们将不断发展

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

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

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

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

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以俄国革命

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

免有过左的倾向。张留见［５５］对维经斯基策划１９２５
年“上海谈判”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肯定了谈判的积

极意义；周利生［５６］从分析吴廷康、鲍罗廷的思想入

手，指出“上海谈判”并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四）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人物

关系的研究

与陈独秀关系的研究。史学界历来对共产国

际代表与陈独秀之间的关系具有浓厚兴趣，从建党

之初维经斯基主动联系南陈北李，到马林与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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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关于国共合作关系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再

到合作过程中国共两党关系的处理以及大革命中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理论与实践，乃至于到陈独秀离

开中共领导岗位后的革命思维转化，姚金果等学者

从共产国际和驻华代表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广泛探

讨，发表的论著很多，有力道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不

少，并且继续深入挖掘的空间也十分广阔。

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周利生等［２３］以维经斯

基与孙中山的互动为中心，对两人的会见、维经斯

基与三民主义的新解释、维经斯基对孙中山的支持

和悼念等加以考察，从另一个层面探讨了共产国际

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李杨［５７］分析了“北京政变”

后鲍罗廷在推动孙中山北上过程中所扮演的推手

和设计者的角色作用，认为正是在其积极促使下，

国民党显示出比其它实力派更能承担起民族主义

和反帝国主义的社会动员任务，孙中山利用其意识

形态的社会动员优势，扮演了民族运动组织者的角

色，一时成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新希望。李玉

贞［３６］对马林和孙中山的关系也进行过较为系统的

探讨。

与蒋介石关系的研究。银品［５８］对鲍罗廷与蒋

介石关系的分合展开探究，他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二

者从助益与获益到互为借重，再到猜忌与分歧，直

至最终走向决裂的过程，指出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

的“合作”基本上以彼此互相利用为前提，从一开始

就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政治利益是二者之间分合

的根源；黄家猛［５９］就蒋介石驱逐鲍罗廷事件进行

研究，他对蒋介石驱逐鲍罗廷的缘起、策略和步骤

以及驱鲍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

蒋介石驱逐鲍罗廷事件反映出中国革命环境的复

杂性：既深刻体现了鲍罗廷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中

共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争夺中国革命的领

导权问题，同时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以蒋介石为代表

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争夺民族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与瞿秋白关系的研究。周利生等［６０］通过回顾

大革命时期国共党内合作的实现及其曲折实践，试

图厘清维经斯基与瞿秋白在是否建立党内合作、党

内合作中是否保持独立性、对待国民党右派的态度

以及国共合作方式的调整等问题上的异同，进而以

此为切入点深化对中国大革命的认识；张秋实［６１］

探讨了罗米那兹与瞿秋白的关系，认为二者合作中

所表现出来的领导与服从、“钦差大臣”与无法避免

的教条主义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共

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盲目指导与中共对共产国际

的盲从。另外，张秋实［６２］、丁言模［６３］等学者还就瞿

秋白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关系展开系统研究，形

成了部分代表性成果。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人物关系的研

究十分庞杂，以上只是简单地陈述了近年来较有代

表性的新视角和新观点，关于这层关系的研究还有

许多颇有价值的问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挖掘。

（五）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历史

贡献的评价

关于历史贡献的评价和总结，学者们一般认为

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命既有重要贡献也存在严

重失误。如李传兵［６４］认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

其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积极贡献主要表现为政治上

帮助中国革命，军事上援助中国革命，在人才培养

上支持中国革命；严重失误主要表现为重视国民

党、轻视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三次大退让

以及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指导方针的错误。朱荣

英［６５］认为，一方面共产国际、联共（布）代表的确

给予中国共产党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

加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推动国共两党合

作关系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展、形成特殊条件下

中苏两党的政治联盟、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

农的正确方针等；另一方面，他们不少脱离中国实

际的估量判断对中国中产党在许多问题上的决断

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

们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的指挥失当行为，对大革命

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　需要进一步展开的研究工作

综合分析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历年来学术

界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

比较有限，没有形成一部系统论述共产国际驻华代

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专著。学术界主要还是依附

于世界革命的大背景，或是从宏观和整体视角对共

产国际理论和战略的形成与变化及其对中国革命

进程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或是偏向于从某位驻华

代表个人的视角过于微观地进行探源，没有突显出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这个特殊的、极具主动性的群体

的重要作用，只是简单地把他们看作共产国际向中

国传递和灌输理论与策略的执行者，看作是共产国

际高度集中领导体制下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他们

大多数人对中国革命是具有自我见解和特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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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之所以与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休戚相

关，绝不只是因为工作关系被派遣到中国而已，更

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他们与中国革命始终保持着

深度互动。在国内外研究资料日益丰富的学术背

景下，针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挖

掘得不够深入是学术界在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

命的联系时出现诸多分歧的重要因素。

针对上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笔者认为

关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还

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需要在宏观层面厘

清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针对中国革命情况所确立

并制定的理论指导与阶段性战略，这是引导与束缚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华活动的思想前提；第二，从

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方面加强对驻华代表的群体

性研究，弄清楚其身处的体制机制环境；第三，充分

运用和挖掘现有史料，对主要驻华代表的历史活动

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探析其指导中国革命的特

点和规律；第四，在评价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对中国

革命的历史贡献上，既要找到闪光点，也要客观公

正，切忌笼统性地评述。长期以来，凡是涉及到共

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关人物、活动、事件等方面的

评价问题，学者们基本秉持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共

产国际“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

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宏观论述，因此，在谈

到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

评价时，很多学者往往套用其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

命关系的整体性评价，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

命有着双重影响，积极贡献和严重失误并存。毋庸

置疑，一分为二地看待和分析驻华代表的历史功绩

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一味地依附于宏观性的整体

性的评价，不注意驻华代表个体的特殊性，忽视驻

华代表与共产国际上层领导机构、联共（布）中央在

中国革命具体问题上的异同点，在具体论述中要注

意平衡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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